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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来看，“阿拉伯之春”是一个由突发事件引发，

通过互联网的社群串联，民众的个体感受逐渐被整合为共同意识的过程；也是经由

互联网的群体散播，民众的纷纷仿效，致使“街头政治”逐步演变为集群行动，最

终蔓延为大规模、大面积“倒阁”运动的过程。这场“快餐化”传播的西方民主思

潮过早地催生了刚刚萌芽、还来不及成长的中东民主幼苗，使得这场追求民主的社

会运动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其结果只能是：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和煽动者，

不但没有能力驾驭运动的走向与结果，而且也无法真正掌控当下处于混乱之中的中

东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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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规划基金项目（KX171228）的阶段性成果。 

 

以“民主”和“经济”为主题，以公开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联为方式的“阿

拉伯之春”，距今已经两年有余。这场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反政府运动，

直接导致了中东国家执政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和独裁者如“多米诺骨牌”般

接二连三地倒下。 

突尼斯社会运动爆发之初，欧美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发表文章，称“茉

莉花革命”敲响了中东的警钟，并预言“茉莉花革命”首先会向埃及、阿尔及

利亚、利比亚和约旦扩散，因为这些国家正面临着与突尼斯同样的政治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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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果不其然，紧随突尼斯本·阿里总统流亡沙特阿拉伯，其后就是埃及总

统穆巴拉克被监禁、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被杀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解散

内阁，也门总统萨利赫、苏丹总统巴希尔、巴林国王哈马德、科威特首相纳赛

尔等，或下台或作各种让步⋯⋯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西方的一些主流预言即

将成为现实。 

然而时至今日，一些中东国家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普通民众参政及言论

的自由，但除了经济严重恶化之外，伊斯兰主义政党势力却在加快崛起，而人

们期盼的“民主”并没有如期降临。那么，一个突发事件为何唤起中东民众如

此剧烈的反应？为什么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不仅没有达成预期目标，相反

造成了如今的困局？这种集群行为①式的革命究竟为转型中的中东阿拉伯社会

带来了什么？本文试图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来分析以上问题。 

 

一、社会原因：意识上的归因与期待趋同 

 

“阿拉伯之春”由突尼斯青年小贩自焚事件引起，这场运动看似偶然却绝

非偶然，它因民众的共同意识逐渐形成而起，转而又强化了这种共同意识。 

所谓共同意识（common conscience），是指同一社会的普通公民所共同具

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体，它构成了一个有其自身生命的明确系统。
②
这一概念最

初由法国社会学家杜尔海姆提出，他用此来分析建立在共同分享的社会价值、

行为准则和群体归属基础上的意识合体。他认为，共同意识一旦形成，就是一

个外化的，客观独立的具有自己生命意志的主体。
③
20 世纪后期，他的理论被

广泛应用于研究各类集群行为。 

一般而言，相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总有一些相似

的感受，但由于个体的身份地位、教育背景以及在社会中获利不同，因而面对

具体问题时，他们的情感与观点不尽相同。当社会的某类现象格外突出，某类

矛盾格外集中时，人们对矛盾的归因及其解决手段的期待便会形成某类相似的

感受，于是人们之间就可能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分享相同的社会价值和

行为准则，最终采取相同的行为方式。 

                                                        
① 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是指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

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 

② [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 10 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94 页。 

③ Robert Alun Jones, Emile Durkheim: An Introduction to Four Major Work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6. pp. 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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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酵的基础：社会矛盾加剧 

中东阿拉伯国家如今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全球化进程中的相对弱势，专

制统治下的社会压抑，美国强行推进“民主”所造成的新旧价值理念冲突等。

社会转型中的种种矛盾与不公，让暴戾之气绵绵不断充斥社会，逐渐加深了社

会群体的愤懑之情，并由此慢慢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 

从“阿拉伯之春”波及最大的四个主要国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

亚来看，它们长期以来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十分相似：一方面是日益严重的两极

分化，以及由相对贫困所造成的民众不满；另一方面是保守的政治强人长期独

裁统治、不思进取以及由此滋生的各类腐败。在这些国家里，民众期盼变化、

追求革新等意愿的形成和累积，已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过程，他们对威权

体制的不满情绪一直在缓慢酝酿并发酵。 

经济上，与那些富饶的海湾产油国相比，阿拉伯非产油国的经济发展不尽

如人意。2007年底，阿拉伯经济统一委员会报告称，受国际市场油价居高不下

等因素影响，2006年阿拉伯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3万亿美元，即使在油

价高涨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仅是 1999年西班牙的 2倍。①与

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又是世界上失业率最高但人口构成又相对年轻的地区。最

终爆发动荡的几个阿拉伯国家都经历了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痛苦过程：2010

年底，突尼斯失业率高达 16%，50%以上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30岁以下青年

的失业率达 52%；也门 2008年失业率是 35%，2010年长期失业率为 17%，季

节性失业率为 29%，总失业率上升为 46%，其中 3/4为年轻人；埃及失业率在

“阿拉伯之春”爆发前达 20%，其中年轻人占 2/3；2010 年，利比亚失业率为

20.63%，80%为年轻人。②大量没有工作、没有积蓄、没有保障，也看不到出路

的年轻人，其对社会的怨恨愤懑之情自然而然地推动着他们成为“Ash-shab 

yurid isqat an-nizam”（要求推翻政权的人们）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中东国家的独裁统治在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布尔吉巴统治突

尼斯长达 30年，最后引爆民怨，被本·阿里夺权；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幕台后前

操控国家 35年直至被送上绞架⋯⋯许多领导人长期执政，不思改革，导致体制

僵化，国民经济衰退。尤其是统治集团的贪婪与腐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

分化。在埃及，穆巴拉克家族广泛介入私有化过程，通过家族企业敛财 400亿

~700亿美元，其个人身家达 150亿美元之巨，其次子贾迈勒约 170亿美元，夫

                                                        
① 陈敏华：《冷战后中东极端组织行动研究——社会学视角》，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
版，第 67～68页。 
② 蒋传瑛：《中东剧变对变革中阿拉伯国家经济的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
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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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苏姗拥有 53亿美元。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50%的埃及人日平均收入不

到 2美元。突尼斯也是如此，以前总统本·阿里为中心的权贵势力插手经济，贪

污受贿，肆意谋取个人和家族私利，其总资产高达 35亿英镑。②类似的政治经

济现状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被专制统治长期压抑着的厌倦之情和阿拉

伯国家民众对公平公正、惩治腐败的追求之心，就这样不断被唤醒、被集结。 

2.突变的引线：全球性金融危机 

全球性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矛盾。过去三十年，

本·阿里、卡扎菲和穆巴拉克都逐渐脱离了传统的、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经济政

策，并逐渐偏向于步入经济全球化的行列。而追求经济自由化和去制度化的结

果，是这些国家被深深卷入到商品市场风险和世界金融危机之中。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曾赞扬突尼斯和埃及是该地区经济自由化的典范。 

这种经济自由化，在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三个危险结果：

第一，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少数权力掌握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快速积累私有财

富，而绝大部分民众的实际生活基本上没有得到改善。第二，由于缺乏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产业，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被全球金融泡沫所带动起来

的投机性产业，如银行、地产以及相关的金融产业。与此同时，它们对外部世

界，尤其对西方世界的经济依赖度越来越高，如突尼斯的主要贸易伙伴——法、

德两国的进出口额占突尼斯进出口总额的 63.9%和 58.1%。③第三，由于经济自

由化和开放商品价格，突尼斯和埃及的经济越来越受到境外不可控制力量的左

右。任何大小国际商品的价格波动，都会直接影响到国内民生。因此，2007年

年底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国际金融风暴，轻而易举地令这些国家陷入危机。 

综合来看，首先，由国际金融危机所引起的世界经济滑坡，大大抑制了全

球的石油需求。国际油价一路狂跌，这对依赖石油出口的埃及、利比亚等国造

成了严重的经济打击；其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失业群体扩大，直接导致

出境旅游者的减少。首当其冲的就是以旅游或侨汇为支柱性产业的中东国家，

如埃及、土耳其、突尼斯、摩洛哥、约旦、黎巴嫩等。由于石油和旅游两大支

柱经济同时受到打击，这些国家曾经引以为傲的经济自由化迅速转化为一场噩

梦，国家财政收支的减少更是直接削弱了其应对能力和手段；最后，最重要的

且这几乎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国际信贷危机所带来的商品价格，尤

其是食品和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对长期依赖食品进口的中东国家来说无疑

                                                        
① 章鲁生：《腐败藏在繁荣背后：一场不受约束的改革养肥埃及权贵》，载《青年参考》，2011
年 11月 3日。 
② 蒋传瑛：《中东剧变对变革中阿拉伯国家经济的影响》。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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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雪上加霜，这严重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日常生活品价格的飞涨，引起了此起

彼伏的民众抗议，而这些国家的政府，既无法在经济体制内抑制市场炒作，也

没有财力补助民众，听任民众生活受影响。 

在贫困、饥饿、失业的多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中东民众怀着愤懑之情，

加入了街头抗议队伍。而集结的人群，使得相互之间的情绪感染急速完成。在

这样的氛围之中，原本潜伏的朦胧的“相对剥夺感”很快浮出水面并逐渐清晰，

很容易地把其中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专制体制与政府的贪污腐败。于是，要求推

翻政权，重新建立新制的愿望被统一起来了。 

3.趋同的推力：媒体的推波助澜 

在强化中东民众的共同意识中，阿拉伯非主流媒体与西方舆论都是不可小

觑的推手。尽管主流阿拉伯电视台仍是最主要的媒体平台，它们可对新闻作选

择性播放，但却无法阻止其他媒体的传播。现代互联网的传播既迅速又便捷，

在舆论控制者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民众对各种信息早已了如指掌。 

在现代媒体的推动下，民众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没有获得应该得

到的东西。原本只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去努力，一般就能够达到这些目标。但现

在无论如何努力，自己依然未必能够达到这些目标。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觉得

自己就连最基本的就业期待也得不到满足，期待与回馈之间出现了巨大反差，

于是他们感到，这个制度并没能给他们带来应得的东西。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

普诺曾说：一般而言，遭受最严重剥夺的人并非是最可能参与集群行动的人。

而那些虽然遭受剥夺较轻，但却最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可以得到改善的人，

往往是最积极的参与者。
①
中东国家的年轻一代正是这样一群人，虽然他们的处

境并非最差，但却是最有愿望改善自身处境的人。 

综上，青年小贩自焚事件触动了突尼斯普通民众的神经，勾起了他们对自

身处境的共同感受。共同的处境、共同的命运、相似的前景，不免悲从中来。

在广场集群和网络媒体的推动下，人们的相似感受迅速形成共同意识，即形成

对自身当下处境的归因与期待。他们认为所有的这些困苦，都来源于专制腐败

的政府，他们期待通过民众的“革命”推翻政府，以获取“自由”与“民主”。 

 

二、社会效果：解构与建构作用 

 

一个由突发事件引发的抗议，通过互联网这种简单、快速、放大的群体散

                                                        
① [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 10版），第 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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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最终造成群体模仿，致使“街头政治”逐步演变为集群行动，最终蔓延为

大规模、大面积的“倒阁”社会运动。这种缺乏严密组织、带有集群行为性质

的革命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无归属、不确定、没有目标的特点。这种“革命”

破坏有余，而建树乏力。它有可能摧毁旧的专制政权，却无法带来任何稳定的

社会秩序，既无益于新秩序的建立，更谈不上实现诸如民主、自由之类的理想。 

1.对社会稳定的破坏有余 

这种由制度外的“共同意识”所孕育，以一个突发的社会经济危机为契机，

在现代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所爆发的集群行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其剧烈性、

暴力性和不可预料性。美国社会学家拉尔夫·特纳(Ralph H·Turner)指出：“从集

群行为的性质来看，它只有（但并非总是）在现在的组织不能为人们的行动指

引方向和提供途径时才会发生。”①它是一种相对自发的、不可预料的、无组织

的行为，也是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共同刺激作出反应的行为。  

“阿拉伯之春”的参与者以年轻人为主，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妇女、基督

徒，工人和农民是他们的支持者。他们既无理论准备也无干部准备，既无指导

思想也无行动纲领，更无实施的具体路径与未来蓝图，基本上是通过国内外网

络媒体集结扩散、通过国际舆论哄抬，利用民众内心原有的不满与愤懑被唤起、

被激发、被扩大而形成，这在利比亚和埃及表现得尤其明显。即使在抗议转化

为大规模暴力武装冲突以后，人们依然不知道谁是真正的领导和组织者。一度

连美国官方也无可奈何地公开表示找不到对话对象，他们也不知道哪一个派系

和组织是运动的代表和真正的领导力量。 

这场集群式革命对社会与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埃及，原本观

光旅游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但 2011 年外国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均比上

年减少了约 3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算，2011年，埃及的经济增长率将从

前年的 5.1%大幅降至 1.2%。另据官方媒体报道，2011年 11月，埃及失业率达

11.9%，创下了 10年来的最高纪录。在突尼斯，由于受民主化运动影响，旅游

业收入与前年相比减少一半。在利比亚，占出口收入 90% 的石油业虽已恢复

生产，但据相关人士透露，日产量仅为之前（约 160 万桶）的 80%。②另据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2012年共有 5

万人死于战乱，200亿美元的 GDP，外加 350亿美元的公共金融资金化为灰烬。
③
这一切听起来都让人失望。有人甚至在问，到底这是阿拉伯的春天，还是伊斯

                                                        
① Ralph H.Turner, “Collective Behavior”, In R.Faris,ed;Handbook of Modern Soci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4, pp.382-425. 
② [美]和田浩明：《中东民主化导致经济严重恶化——“阿拉伯之春”一周年》，载《经济

学人》周刊，2012年 3月 6日。 
③ Hussein Ibish, “ Was the Arab Spring Worth It?, ” Foreign Policy, July 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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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的冬天？
① 

2.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不足 

从事件的起始来看，诱发民众集群行为的共同影响或共同刺激有两种：一

是长期的专制统治和不断的社会动荡；二是民众的共同心理，即他们“被剥夺”、

“被欺压”的共同感受。两种因素通过互联网传播与扩散，促进了共同意识的

形成，进而加剧原本由此而来的愤懑与绝望。而对政府腐败的归因，对行为后

果的期待，则更加促使他们积极投身于集群行为中去。 

如果没有互联网的推波助澜，这场革命应该说很难爆发。美国华盛顿大学

沟通学教授裴利普·哈沃德主持了一项相关研究，这项研究收集了三百多万条

twitter, 数兆自传视频以及数千篇相关博客后，找到了很多新媒体与群体抗议

浪潮间的互动，如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下台的这一周，twitter 数量暴增，

从平时的每周 2300条，跳到 230000条。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建立了一条从北

美到中东的信息链，以此强化了政治起义的期望和成功的信心。社交媒体成为

政治运动的新型‘工具包’”。
②
  

一方面，互联网时代开启了观察世界的窗口，中东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

看到了世界上还存在着与自己国家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价值判断和生活方式。

他们对“民主”、“自由”、“人权”有了一些了解，希望通过政权的更迭来尽快

缩小自己国家与时代发展的差距；但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民主”、“自

由”、“人权”都仅停留在“快餐”阶段，而对其中的“三昧真火”并没有揭示

得非常清晰，更不可能完整。 

这种集群式革命诉诸感性的成分远大于理性，与建立在政党、纲领和组织

基础上的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参与者意识模糊，对行为方式的选择并不确

定，只是聚集在一起的“事实”使得他们具有一种集体心理，形成一套紧急规

范。正是这种心理与规范，决定了他们有可能按照一种与其独处状态下很不相

同的方式去感受、思考与行动。而这种集体心理紧急规范的有效性是短暂和有

条件的。一旦集群行为实现了其初始目标，即把现政权推翻以后，紧急规范就

不再具有自然约束力。原先看上去完整的统一群体马上开始分崩离析，各种利

益集团的冲突马上开始凸现，恰如在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国后来所看到的

那样。 

 

                                                        
① Michael J. Totten ,“Arab Spring or Islamist Winter?” , World Affairs, January 2,2012. 
② Catherine O’Donnell, “New Study Quantifies Use of Social Media In Arab Spring,” World 
Affairs, September 2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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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影响 

 

“阿拉伯之春”已经过去两年多，从事件发生、发展的微观层面上看，这

是一个由突发事件引发，通过互联网上的社群串联，将民众个体感受逐渐整合

为共同意识的过程。通过互联网这种简单、快速、无限制的群体散播，最终造

成群体模仿，致使“街头政治”逐步演变为集群行动，最终蔓延为大规模、大

面积的“倒阁”社会运动。而缺乏严密组织、带有集群行为性质的“革命”，其

结果往往与预期距离甚大。当初盛开的茉莉花正在慢慢枯萎，这种局面应在意

料之中。集群式革命无力助推社会进步，更无力承担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这

种革命以破坏形式爆发，其诉求是打破旧秩序，而非消除弊端、改善社会结构、

建立新秩序。所以，当原有专制政权被推翻以后，社会只可能从其体内机制中

去寻找替代秩序，而在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等机构自主性互动普遍不发达的中

东社会，唯一有能力替代威权统治秩序的就是伊斯兰宗教意识和宗教组织。 

革命的发起者对民主过程的艰难曲折性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以群众

运动方式追求民主的结局与效果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他们获得的是从

互联网上传来的“快餐式”的民主概念，而非对现代民主国家的真正内涵与完

整的国家权力结构的透彻了解。虽然民众的归因与期待都激发他们积极投身于

追求民主的群众运动，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他们都极度缺乏关于建

立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准备。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最后无

法掌握运动的主导权，也无法真正参与国家层面的管理。 

反观其他参与其中的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他们各有主张，各有利益，

优先考虑的不是国家的改革与进步，而是自己的政治诉求。有的甚至在算计，

如何利用民众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所以他们不可能

形成社会共识，更无法奢谈形成有计划的社会共同行为，其结果只能是：社会

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煽动者都没有能力驾驭运动的走向与结果，谁也无法

真正全面地掌控当下处于混乱之中的中东国家。 

可见，通过互联网群体串联所传播的“快餐化”西方民主思潮，以其惊人

的效率，过早地催生了刚刚萌芽，还来不及成长的中东民主幼苗。民主需要有

孕育其种子的温度与沃土，民主更需要有高瞻远瞩的长远规划；民主需要有为

争取民主的艰辛曲折过程，民主也需要有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缺少为民主追

求、为民主奋斗的耕耘过程，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而这一切，在速食形

式的互联网上只能是镜花水月。 

当然，虽然“阿拉伯之春”没有如期来临，但是早春的种子萌芽还是依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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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无论如何，“阿拉伯之春”标志着中东国家在由专制转向民主的道路上迈

进了一大步。这场运动在客观上推进了中东地区的政治转型，并显示出了一些

社会改革的迹象。但愿在“阿拉伯之春”之后，阿拉伯民众能够在寒冬中积极

等待再一次的春天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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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iew from soci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 the “Arab Spring” is 

the process that individual experiences of the people gradually be integrated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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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vement, who can not really control the current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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